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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豫湘桂战役
贺怀锴

  摘要:1944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夕,侵华日军孤注一掷地对中国豫湘桂要域发动大规模作战,蒋
介石对此不仅估量不足,而且在豫中、长衡、桂柳战役的战略战术指导中存在诸多失误,加之其他因素影响,致使中

国正面战场出现了大溃败的局势。这一年成为抗战以来中国危险最大且忧患最深的一年,造成中国抗战史上堪称

最为悲痛的一页。蒋介石对豫湘桂战役指挥的失败,给予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及军队沉痛一击,进而影响了

1945年之后的中国政局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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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豫湘桂战役,日方称“一号作战”或“大陆打通作战”,自1944年4月起至12月结束,历时8个多月,为日

军侵华以来发动的最大规模战役。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军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对战役的决策和因应是研究豫湘桂

会战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然而,目前豫湘桂战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豫湘桂战役战史的宏观论述和考证,而
关于蒋介石对该战役的决策与应对尚无专文讨论①。因此,本文拟依托台北“国史馆”、日本亚洲资料中心防卫省

防卫研究所档案,结合已出版的资料集、日记、报刊、回忆录等史料,对此问题作一深入、全面的探讨。
一 评估的偏差:敌情研判与对日布防

1943年初,日本大本营对中国派遣军的任务要求为确保现有占领地区,尚未考虑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攻击作

战。该年,日军在南太平洋战区接连失利。9月30日,日本紧急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今后将采取的战争指导纲

要》,提出构筑“绝对国防圈”之作战目标,要求确保“千岛、小笠原、内南海(中西部)及西部”等要域“圈内海上交

通”,并伺机迅速解决中国问题②。此为“一号作战”的计划拟定与实施提供了战略支撑。11月25日,中美混合机

群对台湾新竹进行了远程轰炸,日本大本营认为此举严重威胁到了“绝对国防圈”内的安全,要求日军中国派遣军

司令部迅速制定相应的作战计划。12月3日,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召开讨论会。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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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豫湘桂战役的史实研究成果主要有:耿玉发《豫湘桂战役述略》,《历史教学》1989年第10期,第25-28页;刘熙明《国民政府军在豫中

会战前期的情报判断》,《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08-127页;王奇生《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抗日战争研

究》2004年第3期,第25-28页;黄宗炎《1944年桂柳会战述评》,《广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第148-170页;李刚《豫湘桂会战之黔南

作战》,《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第109-127页;黄天华《抗战后期地方军人筹组“西南联防政府”及各方因应》,《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148-163页等。以上研究成果,为全面、系统地研究蒋介石与豫湘桂战役这一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学术积

累和借鉴。
今後採るへき戦争指導の大綱 昭和18年9月30日,1585-1586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
ル:陸軍一般史料,ファイル番号C14061064600。



天的日记中作了如下记录:“如不采取对策,将给作战带来障碍。”①会后,中国派遣军参谋部进行紧急研究,并于

12月7日向大本营上报作战指导大纲。1944年1月14日,从中国大陆起飞的美军轰炸机空袭台湾高雄。这促使

日军加速实施一号作战计划的进程。1月24日,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向天皇上奏《一号作战计划》,随即得

到天皇批准。同日,日本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及南方军总司令官下达指令,要求遵照《一号作战纲要》,
在3月中旬提出“作战计划”,并要求尽力做好作战意图的保密②。这标志着日本“一号作战”进入战前准备阶段。
按《纲要》的既定计划,一方面,日军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秘密实施备战事宜,于1月下旬开始“抢修黄河铁桥”,
同时将平汉铁路“由小冀展伸至黄河北岸”,日机则自2月以来不断地对黄河南岸实施侦察,并自2月下旬开始日

军“调动频繁,逐次向豫北输送”兵力,至4月中旬日军“复大量集中”于豫北③;另一方面,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

加紧制定作战具体实施计划,于3月10日完成了《一号作战计划》的编制,计划占领豫湘桂要域、破坏西南空军基

地,并特别重视消灭国民党中央军、摧毁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图。这是日军有目的、有计划的对华大规模攻势所要

达到的战略目标。
在日军规划发起强大攻势之际,1944年1月,作为中国战区和国民政府最高军事统帅的蒋介石,认为“倭寇本

年必竭其全力固守太平洋现在战线”④,尚未觉察到日军在中国会有大规模攻势。2月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在南岳召开第四次军事会议,蒋介石计划发起对日全面反攻事宜,“我军对敌反攻作战的阶段即将开始”⑤,表
明他此时对日军发起“一号作战”的意图依然尚未察觉。直到该月下旬,日军在黄河北岸密集的调动才引起了蒋

介石的警惕,蒋认为“敌寇对平汉路,似将有蠢动之准备”,“应研究对策”⑥。但因蒋的研判仅基于日军对第一战区

的小规模窜犯为前提,其研判的前提既已出错,之后一系列战略战术指导失误势必在所难免。
3月间,中日军队在郑州北部地区围绕黄河铁桥的修复进行了局部接触,日军在郑州北面霸王城附近加速抢

修黄河铁桥的行动亦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3月4日,蒋介石认为日军“修黄河铁桥,其必企图打通平汉路”,“进
攻平汉路之期不远矣”,“应速派空军不断轰炸”⑦。3月7日,中方与美方陈纳德会商第一战区关于空军的部署与

运用事宜,根据飞机侦察照片,中方认为郑州北部日军“有由郑州及信阳南北夹击平汉铁路之企图,现正赶修黄河

铁桥,预计五月一日左右铁桥可以完成”⑧,中美双方遂就派机轰炸黄河铁桥达成共识。蒋介石认为若空军对黄

河铁桥不断实施骚扰轰炸,其修复日期必将推迟,故他预估“待黄河铁桥修成,则须在五月下旬”⑨。3月12日,日
军中国派遣军将拟定的“一号作战”计划向各军传达,“先由华北,继由武汉地区及华南地区分别发动进攻”,进攻

时间定于“4月下旬”。也就是说,蒋介石预估日军发动攻击的时间比日军计划攻击的时间约晚了一个月。日军

“强修黄河铁桥,当经我一一零师以猛烈炮火阻止”,为加速黄河铁桥的修复,日军华北方面军从关东军手中接

管了部分桥架设备,继续推进铁桥修复作业。3月25日,日军对黄河铁道桥的修复工作“完成”,可通轻列车和中

战车。蒋介石虽曾强调炸毁黄河铁桥和渡河装备,但由于“航委会未能派机前来,实施轰炸”,第一战区炮兵“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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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彻底防止敌人修复”①。黄河铁桥的提前修复,使日军发起攻击的时间由4月下旬提前到4月中旬。
为发动“豫中会战”(又称“中原会战”、“河南会战”,或由日文译为“己号作战”,在日本又称为“京汉作战”或

“コ号作战”),日军调集了第12军(第37、62、110师团,坦克第3师团,独立混成第7旅团,独立步兵第9旅团,骑
兵第4旅团)以及第1、11军部分兵力,总兵力达14.8万人。其作战计划是:第一期由第12军首先强渡黄河天险,
占领郑州、新郑一线,确保后续攻击;第二期由第12军对许昌、郾城等阵地实施攻击,为下阶段南下与西进做好准

备;第三期由第12军主力从许昌、郾城附近向西迂回,伺机歼灭第一战区主力汤恩伯部,进而突入洛阳方面,同时

以部分兵力自许昌南下信阳,与北上第11军共同打通平汉线。4月中旬,日军各部已在黄河北岸集结完毕。然

而,国民政府军方面始终判定日军作战部队为几万人规模。在战前的3月下旬,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甚至

对日军主力师团的“下落未判明”②。
战前第一战区兵力为步兵38个师、骑兵3个师,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指挥,另调

第八战区、第五战区部分兵力配合,总兵力约28万人。3月初,蒋介石向第一战区下达备战命令。该命令要求:首
先,河、泛防部队“应力阻敌人渡犯及突围”;其次,如日军渡河突围成功,河防部队应凭借郑州、新郑等地“疲惫敌

人”;再次,汤兵团及第四集团军“应以其控置部队,于登、密北侧山地,迄汜水间构成守势地带,于襄城、叶县、临
汝、登封、密县、禹县地区构成攻势地带”,并抽集1个师固守许昌,日军主力“向我攻势地带进犯时,攻势地带之部

队应与敌即行决战”③。蒋介石所定的防御计划,存在诸多不足:第一,蒋介石实际上放弃了在黄河南岸的抵抗,而
拟于登封、密县、禹县等地与日军决战,“黄、汜本为天险,其障碍力之伟大,迥非一般地障所能及”,蒋介石却仅以

少量“新成立”部队防御黄、汜,而计划在“郑州以南平地与敌决战,既不能歼敌于水际,又不能歼敌于我岸,造成敌

空前之渡河纪录,黄河天险未能表现其功效”④;第二,许昌城防兵力单薄,无法与汤兵团配合作战,失去了与日军

决战的先决条件;第三,决战兵力分布于登封、襄城、郾城等地,兵力分散,重心偏南,易为日军逐个击破。
日军对国民政府兵力及防御计划了如指掌,并制定了针锋相对的作战方案;而蒋介石、军委会、第一战区司令

部对日军发动战争的时间、兵力等方面的预判存在重大偏差,延误了第一战区的备战。自3月始,第一战区虽开

始备战,但并不积极,对于“奉命固守之各据点均未能有充分之设备”⑤。3月下旬,战区副司令汤恩伯甚至对日军

是否发起会战“尚难判定”⑥。战争前夕,第一战区“组织尚未就绪,人员亦未到齐”,兵力部署漏洞百出,分散各地。
到4月中旬日军发动中原战役时,第一战区被“搞得措手不及”⑦。

二 紊乱的攻防:蒋介石与豫中会战决策

按既定计划,日军在黄河以北分兵东西两路。4月17日夜,东路日军第37师团、独立第7旅团等部在中牟黄

河北岸进入攻击位置,18日拂晓强渡黄河。由于国民政府在中牟一带守军(暂编第27师)单薄,日军于当日“未
明”即夺取了黄河南岸地带⑧,黄河天险未发挥应有的防御屏障效用。东路日军渡河后,以一部兵力组成郑州挺

进队,向郑州进军,主力则南下新郑。4月19日,西路日军第110、62师团等主力向郑州北部发起攻势,同时以27
师团向汜水、虎牢关方向进行佯攻,伪装将由该地进攻洛阳。但是,日军战略意图却未能瞒天过海。如汤恩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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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日军主力“会向郑州、许昌、荥阳、密、禹进犯”,其进攻汜水方面非主攻方向①;蒋介石亦认为日军“欲打通平汉

路,实无疑矣”②。由于受许昌、登封一线决战方针影响,国民政府在郑州、新郑一线部防军队有限。4月20日,日
军攻陷郑州。鉴于黄河正面中牟、郑州一线被日军突破,汤恩伯向蒋介石汇报,准备“以有利之钳形态势”,将日军

“于许昌、襄城、禹县、密县间地区而歼灭之”③。4月21日,东路南下日军攻陷新郑。同日,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
指出郑州、新郑等沦陷,“敌军在河南之行动狡诈极矣”④。4月24日,西路日军攻陷密县。至此,日军完成了第一

期作战目标,其主力逐步集结,准备南下许昌实施第二期作战。

4月28日,日军第12军主力自新郑南下许昌,蒋介石判定日军“打通平汉路之目的,已甚明显”⑤,然后命令

汤恩伯部“集结主力于登封、禹县、临汝间地区”,如日军继续西犯时,则“应即向敌右侧背转移攻势”⑥。4月30日

晨,日军对许昌发起全面攻击,蒋介石“判断其主力,必将出现,乃令汤恩伯向敌用全力决战,如许昌不为敌寇所

占,则其企图乃可阻制”⑦。汤恩伯随即向许昌守军新29师(师长吕公良)下达死守许昌的命令。蒋介石计划以新

29师坚守许昌,“以吸引、牵制敌之兵力”,而将汤兵团主力“使用于禹县附近,与敌决战”⑧。由于许昌守军兵力单

薄,5月1日晨,许昌失守,师长吕公良战死,汤集团军向登封、禹县一带撤防集结。同日,武汉日军第11军北上策

应日军华北方面军,日军华北方面军第27师团继续向南攻击,并于9日与北上日军第11军在确山“相合”,平汉线

“全线打通”⑨。至此时,蒋介石才意识到日军此次作战意图之大。
日军认为国民政府军队的核心兵团一旦被打垮,整个战场的军队就会支离破碎。也就是说,歼灭了汤兵团,

也就预示着打垮了第一战区的抵抗意图。因此,歼灭汤兵团成为日军第二期作战的中心任务。在发起攻击许昌

前,日军就已侦知汤恩伯的主力在“登封-禹县附近”。为歼灭汤恩伯部,5月2日,日军第110、37、62师团与坦

克第3师团等部自许昌向西转向,“急袭楔入”禹县方向。同日,蒋介石指示河南作战方针,“本拟在禹县决战,因
前方军队散漫,恐不能予敌以打击,而反引起洛阳之危机,故决避战,将主力撤至山岳地带,如此虽不能阻止其打

通平汉路之企图,但可使之不能如计修复全路,以我豫西主力,正在其侧面”。然而,出乎蒋介石预料的是,日军

坦克第3师团长驱直入,5月3日占郏县,4日占临汝,其中一部进抵洛阳南部龙门,日军坦克第3师团的急袭挺进

“支配了战局”,使国民政府军“丧失了决战意志”。自日军转向西进,“敌人不出四、五日中,窜犯四、五百里,如入

无人之境……即已达洛阳外围”。蒋介石致电洛阳守将刘茂恩等指出,“此次洛阳龙门之会战,实为抗战成败之

最大关键”,要求刘必须督令其部“死守阵地,发挥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决心”。同时,日军第110、62师团对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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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发起攻势,并伺机捕捉击灭汤恩伯主力。鉴于登封后方被断,且己部军心涣散,汤恩伯下达突围命令,“力求避

免被敌围歼,相机跳出敌军之包围圈”①。5月6日,汤部放弃登封,向洛阳方向退守。5月7日,蒋鼎文致电蒋介

石,告知“东龙门已为敌军突破”,蒋介石“闻之甚为骇异”②。登封、龙门的失陷,预示着洛阳南部门户洞开。
登封、龙门失守后,守卫洛阳成为第一战区的中心任务。蒋鼎文以第15军军长武庭麟指挥第15军及第14军

第94师担任洛阳守备任务。5月8日,蒋介石得知日军主力由登封、偃师向洛阳急行军,“乃即决定洛阳会战计

划”,但蒋介石此时对豫中会战将帅前途“忽生悲惨之象”③。蒋介石手令洛阳守军武庭麟,令其“固守洛阳十至十

五天”,同时“督促外围大军增援洛阳”④。为了策应第12军进攻洛阳,日军第1军第3旅团、第59旅团由垣曲南

下,一举奇袭渡河成功,向洛阳西部渑池发起攻击。豫中会战伊始,国民政府军委会就已预测日军必会“以有力一

部由垣曲指向渑池”⑤,然而渑池守军却未积极布防,且稍作抵抗即撤出阵地,使得日军于5月11日夜轻易攻陷渑

池,并向新安突进,造成洛阳城附近国民政府军西面退路被“遮断”⑥;同时,日军第1军分出一部向西攻击陕县。5
月13日,国民政府军方面因截获文件有潼关军团字样,蒋介石“乃觉敌军不仅要占洛阳,而且要攻西安,其事态严

重极矣,乃即令宗南切实准备”,复于16日“令辞修(陈诚———引者注)中止赴豫,即驻西安部署陕西防务”⑦。因陕

县守军仓促备战,5月18日,西路日军攻陷陕县,阻断了第八战区的援军。同时,日军以独立步兵第9旅团等部组

成菊兵团,由汜水向偃师方向发起攻势,于5月11日占领偃师,从正东向洛阳逼近。蒋介石鉴于日军东、西、南三

路围攻洛阳,乃决定“将全战区有力部队集结于伊阳、宜阳一带,待敌进攻洛阳时与之决战”⑧。5月中旬,日军自

许昌西进的坦克第3师团、第110师团等已攻至宜阳地区集结,第37、62师团向洛宁方向攻击,国民政府军由洛阳

附近向宜阳、洛宁方向撤退。据日军情报观察,国民政府军撤退中“相当混乱”,因此,日军各部计划迅速解决洛阳

“周边”⑨。5月22日,洛阳城外围阵地尽为日军突破,25日洛阳沦陷。国民政府第一战区军队退至豫西南山地进

行防御和反击。
三 坚守与城破:蒋介石与长衡会战决策

豫中会战之际,国民政府方面尚认为日军不会对湖南发起进攻,军令部长徐永昌预计日军“主要在打击我汤

集团”。5月初,随着河南战局形势变化,蒋介石预测日军打通平汉路后会“继续向粤汉路进攻”,以打通南北交

通,并认为其“发动之期当不在远”。有鉴于此,蒋介石于5月14日电令薛岳“积极准备”。薛岳自恃以往长沙

战功,坚信日军“不敢再问津长沙”,及至日军在湘北集结、大战迫在眉睫之时,他又一次采用所谓“天炉”战法,第
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表示反对,认为日本吃过亏,此次必然会变更战术,“我们不宜老用一个‘死架子’打人”,但薛

岳根本听不进去不同意见,“委员长当时也没个一定的主意”,默许薛岳的战术布置。国民政府方面先后调集了

16个军、48个师,兵力约24万人,以第4军张德能守长沙,以第19军方先觉守衡阳,抽调部分兵力在新墙、汨罗、

002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王文政《汤恩伯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页。
《蒋中正听取林蔚报告蒋鼎文来电称东龙门已为敌军突破敌之战车与敌军七八千已到关陵(1944年5月7日)》,第20页,台北“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文物/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三年五月,典藏号002-060100-00188-007。
《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5月8日。
全国政协中原抗战编写组编《中原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729页。
《民国三十三年五月至十一月第一战区军事概述(1944年5月)》,第1页,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民国三十三年第一战区军事概

述,典藏号008-010701-00012-001。
京漢作戦.第1軍(乙集)電報綴(1)自昭和19年5月12日至昭和19年6月13日(2),1169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防

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ファイル番号C12122317400。
《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5月13、16日。
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下册,第2358页。
京漢作戦.第1軍(乙集)電報綴(1)自昭和19年5月12日至昭和19年6月13日(2),1168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防

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ファイル番号C12122317400。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4月30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293页。
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下册,第2361页。
《蒋中正电薛岳日敌继平汉路后必向粤汉路进攻务希积极准备粉碎其打通南北交通线之企图(1944年5月14日)》,第708页,台北“国史馆”
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领袖指示补编(十六),典藏号002-090106-00016-526。
文闻编《我所亲历的常德、长衡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107页。



捞刀等阵地节节抵制,以消耗日军正面力量,其主力则集结于两侧,“采取攻势以击破敌人,阻敌打破粤汉路”①。
然而,在日军看来,薛岳对此次日军攻击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九战区所部“兵力分散各方,未能认真采取对

策”②。
日军中国派遣军为发起长衡会战(又称“湖南会战”、“湖南战役”),共调集兵力约28万人,其中一线部队约25

万人,以第11军为主力部队。5月25日,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抵汉口,亲自指挥长衡会战。鉴于薛岳依

旧采用惯用的手段,畑俊六乃改变以往正面作战计划,将兵力分为二线,第一线5个师团,其中战力最强的第3、13
师团部署于左翼,第68、116师团居中,第40师团、独立混成第17旅团等部部署于右翼,以图粉碎薛岳的侧击计

划,并留出第58、34师团以及从河南战场调来的第27师团作为二线预留兵团。5月27日夜,日军第一线5个师

团兵分三路发起全面攻势。5月28日,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湖南战役问题。会上诸将“多主张于湘桂线准

备”,尤以白崇禧最为坚定,但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应在粤汉北路积极抵抗③。徐的观点得到蒋介石的认可。蒋认

为,日军“必欲打通粤汉路,乃为预料之事。以兵力而论,彼自可达其目的,但以地理与空军及运输而论,当不能如

其预计之易”④,决定在湖南与日军决战。6月2日,蒋介石致电第九战区各部,规定:“凡命令固守地点,不得擅自

撤退,违者照连坐法治处。”⑤3日,蒋介石从情报部门得知日军“只有五个师团番号”,其指向“仅以株州、湘潭为

止”,进而又推翻了前案,预估日军“并无打通粤汉路之野心”⑥。基于错误的情报,蒋又犯了轻敌的大忌,严重影响

到湖南战役的布防计划。

6月7日,日军开始向长沙北部外围发起进攻,右翼第40师团于11日攻占益阳,16日攻占宁乡;左翼第3、13
师团于14日攻下浏阳;左、右两路日军“图掩护其围攻长沙主力军之侧翼”⑦。日军中央第34、58师团相继渡过新

墙、汨水、捞刀河进逼长沙,日军制定以第34师团先取岳麓山、再以第58师团夺取长沙的作战计划。对于长沙防

务,蒋介石一直强调“重点应在岳麓山,并配属相当炮兵”,欲守长沙,必先守岳麓,然而长沙守将张德能以第59、

102师守长沙城,岳麓山仅以“第九十师任之,除缺员外,战斗兵不过三千人,担任防区竟达五十里之广”⑧。6月

16日,日军第34师团对岳麓山发起攻击,17日岳麓山部分阵地失守。为维持岳麓山局势与保全退路起见,张德

能决定抽调主力前往岳麓山,但转移时被日军袭击,部队遂发生混乱。6月17日夜,日军对岳麓山开始实施重点

“攻击”⑨,岳麓山守将陈侃“指挥无方,遗弃部队,个人逃生”,致使岳麓山于18日失陷。同日,第58师团对长沙

城发起攻击,下午长沙被日军“完全攻略”,第4军“只抵抗一日而溃,其高级将领军师长皆擅自逃遁”,且将新

式大炮等武器遗留于战场。为此,蒋介石大怒,“该军军长则非严惩不可”,随即将第4军军长张德能处死、第90
师师长陈侃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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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攻占长沙后,决定趁国民党军立足未稳,采取乘胜追击的奇袭方案,命令中线第68、116师团迅速向衡阳

挺进,同时令西线部队迅速向湘乡挺进,东线部队向醴陵、攸县挺进,以便为决战衡阳作外线支援。长沙失守后,
蒋介石调整湖南作战方针,以保卫衡阳为最高目的,计划将第九战区主力配置在衡阳至长沙间两侧,以夹击深入

日军,同时以衡阳第10军方先觉部“固守核心、吸引敌军包围、佐我外线反击”①。当时,衡阳守军第10军下辖第

3、10、190师及暂编第54师一部,约1.7万人。长沙沦陷当晚,蒋介石致电方先觉,告其“长沙已经弃守,日军继续

南犯,有迅速打通粤汉路的企图,衡阳为西南军事重镇,必须确保”②。6月下旬,日军第68、116师团陆续抵达衡

阳附近。6月28日,日军对衡阳发起攻击。鉴于衡阳守军阵地坚固而己军攻击部队弹药缺乏,7月2日,日军决

定“中止”衡阳攻击③。同日,蒋介石致电方先觉,要求其“务应沉着坚守,以待全部援军到齐,必待有利机会增援,
以求得决定性之胜利”④。为了鼓舞衡阳守军的信念,蒋介石派军机投送“固守待援”的手谕⑤。7月17日,日军后

方补给陆续抵达衡阳后,对衡阳再次发起攻击,但双方陷入胶着状态,日军遂于20日决定再次停止攻击。鉴于日

军两次攻击衡阳均失利的情况,蒋介石以为“敌军兵力已经用尽,不能复有增加”,“实已成为强弩之末”⑥,要求衡

阳守军配合夹击日军。然而,此时衡阳守军已基本呈现瓦解态势。衡阳守军原本共计16275名,经过日军两次攻

击,到24日已“阵亡者共七八九八名,负伤五五六四名,现在实有战斗官兵二千余员名”,“阵地现有守兵均为全部

杂兵编成者”,且炮弹等已尽,“虽空运一部,但为数寥寥”。方先觉致电蒋介石,衡阳第四军已自顾不暇,“决无夹

击该敌之力量”⑦。薛岳亦认为,此时衡阳守军“困斗已久,伤亡甚重,疲惫匮乏,不忍言状”⑧,经受不起日军的再

度强攻。
当蒋介石判定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之际,日军正增调兵力,准备发起第三次攻击。7月29日,日军抽调第58师

团参加衡阳战斗,同时西线第40师团急进衡阳西部,抵御西部援军。8月1日,国民政府军援衡第62军挺进衡阳

近郊西站,此为最接近衡阳城之国军援助部队。为鼓舞各军挺进衡阳,蒋介石传令嘉奖,但援军被日军阻援部队

截断。8月4日晨,日军攻城准备完成,下午17时对衡阳全面“攻击开始”⑨。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前以为寇军攻

衡已成强弩之末者,实错料也”。8月7日,日军突入城内,方先觉向蒋介石发出最后一电,蒋回电告以“援军明

日必到衡阳城,决不延误”,然而援军始终未能抵达衡阳城。8月8日,方先觉率部“投降”,衡阳失守。衡阳失

守,对国民政府方面打击甚大,使在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中枢和第九战区陷入“焦虑”状态。蒋介石认为,第10
军军长方先觉“竟被敌所俘而屈”,“殊所不料”。衡阳失守后,国民政府向零陵、全县撤退,重点防御广西。衡阳

202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军令部拟长衡会战经过战斗要报(1944年8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143
页。
文闻编《我所亲历的常德、长衡会战》,第229页。
発来電綴(1号作戦)支那各軍 自昭和19年5月至昭和19年12月(5),228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ファイル番号C12122407000。
《蒋中正电方先觉务加强城防坚守衡阳消耗敌兵力以待援军集中并约定代号是时必抵外围策应一举夹歼敌军(1944年7月2日)》,第684
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领袖指示补编(十六),典藏号002-090106-00016-509。
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下册,第2400页。
《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7月20、24日。
《方先觉电蒋中正第十军自衡阳作战以来阵亡者众现在实有战斗官兵仅二千余人若不彻底击溃衡阳近郊之敌本军绝无夹击该敌之力量

(1944年7月24日)》,第548-549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八年血债(六十三),典藏号002-090200-00087-305。
文闻编《我所亲历的常德、长衡会战》,第97页。
発来電綴(1号作戦)支那各軍 自昭和19年5月至昭和19年12月(9),445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ファイル番号C12122407400。
《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8月5日“上星期反省录”。
《蒋中正条谕方先觉援军明日必到衡阳城决不延误(1944年8月7日)》,第293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第二期第

三阶段作战经过,典藏号002-020300-00014-116。
戦闘前ニ於ケル彼我形勢ノ概要,21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ファイル番

号C13071160900。
支情速報第163号 昭和19年8月30日 衡陽喪失に伴う重慶側の動揺状況に就て,506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防衛

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ファイル番号C13031924700。
《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8月9日。



守军坚守47天之久,“由于较长时间拖住了敌人”,为后方军力的调动和部署“赢得了时间”①。然而,第四战区却

浪费了这一宝贵时间,并未在广西进行积极、充分的备战。
四 绝地求生到心之略慰:蒋介石与桂柳会战决策

蒋介石早在长衡会战之际,就预判日军此次作战“不仅打通粤汉路,而且同时进攻我抗战根据地之重庆与昆

明空军基地,情势紧急万分”②。在日军发起攻击衡阳之际,蒋介石认为“增强湘桂路兵力,以确保桂林空军基地”,
如能阻止其企图,则“此次作战尚不失为成功”③。为了防止日军沿湘桂路西进,蒋介石先后调集第16集团军夏威

(桂系,防御桂林)、第35集团军邓龙光(张发奎部,防御桂平一带)、第27集团军杨森(川军,防御柳州)与汤恩伯

(嫡系,防御黔南)等部,“兵力共十六个军,四十个师,约十六万人”④,由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负责,同时副总参谋

长白崇禧亦赶赴广西指挥作战。蒋介石主张坚守全县、桂林,以嫡系第93军(军长陈牧农)坚守全县,守卫广西门

户。8月26日,蒋介石对陈牧农下达“以主力固守全州”的命令,嘱咐其“利用地形,构筑适合于兵力之环状闭锁式

子母堡垒群,以增强阵地韧性”,积蓄“可供2个月用之粮弹”,并寄希望其“固守3个月以上”⑤。次日,陈牧农向蒋

介石汇报全州守备情况,称防御工事“已于二十六日开始构筑”,“拟以新八师全部固守主阵地带及核心,以第十师

之四个营附战防炮一排守黄沙河,该师主力将控置于全州车站以西地区为预备队”,同时粮弹集积“已开始准备

中”⑥。张发奎在巡视全州时就指出,全州地势不利于防卫,“守全州必守黄沙河”,而陈牧农于黄沙河仅部署一团

兵力,并向张发奎“出示蒋的电令为据”,张发奎不敢违蒋之意,即按蒋电办理,然而“委座远在重庆,不了解实际地

形”⑦,铸成全州失守的危局。白崇禧以桂系老将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兼任桂林城防司令,统率第31、46
军约3万部队坚守桂林。当时有人认为,“韦本人精力衰弱,难任艰巨”,并致电蒋介石更换守城主将⑧,但白崇禧

认为韦云淞为桂系唯一能守的将领,蒋遂默许之。蒋介石致电白崇禧称:“桂林阵地,应努力加强工事,储积足供

三个月用之粮弹,以备能独立固守。”⑨白崇禧则自诩:“桂林将成为东方的凡尔登要塞,可以守上半年。”

长衡会战期间,日军第11军司令部本计划于8月中旬向“全州附近”发动攻击。由于衡阳城久攻未破,致使

日军攻击全州时间向后推移。日军占领衡阳后,便有计划地部署桂柳作战计划。为统一入桂作战指挥,8月26
日,日军成立第六方面军,以冈村宁次为司令,司令部设于衡阳,下辖第11军(第3、13、34、37、40、58师团)、第23
军(第22、104师团与第22、23独立混成旅团)、第34军以及第27、64、68师团等。9月初,日军第11军主力向零陵

方向发起攻击,5日攻陷祁阳,日军第11军司令部察觉国民政府军衡阳以西部队向西南方溃走,并令各部向零陵

追击。由于国民政府军零陵守军“未及周密部署”,日军于9月7日攻陷零陵。9月12日,蒋介石致电张发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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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守军可“留一部坚守全州,不得已时节节抵抗,支持两星期以上时间,主力转移桂柳方面”①。9月14日,日军

突入全州,陈牧农稍作抵抗即“退却”②,第93军“移界首以西”构建阵地,“阻敌西进”③。全州失守,广西门户大

开,日军主力陆续集结全州、道县一线,为入桂战斗作准备。蒋预测日军“进窥桂林之势,恐难挽救”④,并致电桂林

守军,要求各部“不顾任何牺牲”守卫桂林⑤。
为了策应第11军进攻广西,在广东的日军第23军于9月10日开始西进,16日攻陷肇庆,22日占梧州,自此

形成南北夹击广西之势。日军第六方面军下达总攻桂柳作战命令,计划第11军和第23军所部大致于11月初发

起攻势,由第11军负责桂林作战,第11军与第23军联合进攻柳州。为与第11军共同发起对柳州的总攻,日军第

23军自梧州继续西进,其中第23独立旅团于10月12日攻陷桂平,严重威胁柳州右侧防线。为了粉碎日军两路

夹击桂林的局势,白崇禧、张发奎决定“以优势兵力集结于武宣东南附近地区,先击破进犯西江之敌,以利尔后作

战”,桂林方面“极力拒止敌之进犯”⑥。白崇禧、张发奎令张弛、黎行恕两军于西江方面先求击破桂平之敌,排除背

后顾虑。10月21日,两军发起反攻桂平作战。此举出乎日军第23军的预料,第23军决定暂缓挺进柳州,先稳定

桂平局势。因日军渐次集中兵力,又因国民政府军弹药接济不足,未能达到反攻目的。10月29日,张弛、黎行恕

两军开始向柳州转移。同期,日军北线第11军亦进抵桂林附近,日军两线已做好总攻准备。
柳州守备有杨森部三个军,实际兵力不足2万人,且系长衡战役败军之余。杨森以第26军丁治磐部为柳州

城守军。11月初,日军第11军军部鉴于柳州“守备薄弱”,乃派出第3、13师团与第23军“相呼应”,向柳州发起攻

击⑦,同时以第40、58师团攻占桂林。11月3日,张发奎向蒋介石汇报,“柳州守备部队调动频繁,自始即未确定

一切准备”,部队“仓卒调集,尤无把握”,除非“能以空运二、三军到柳,似仍可撑持危局”⑧。蒋介石认为“以固守桂

林为主,柳州势难保守,故不愿再加兵力增防”⑨。11月9日,日军向桂、柳城区发起全面攻击,10日柳州失守,11
日桂林失守。桂林的有利条件是“多山地形、坚固的城墙与防御工事,它不应该这么快就放弃”,蒋介石因此大发

雷霆,“以集中最新最良之武器与器材,尽其所有,以供桂林之防务,乃战斗未至数小时,连其围城接战,亦不过二

日,而即被敌寇极小数部队(不足一师团)完全占领,实为抗战以来,所未有之败绩”。11月18日,第22师团继

续向南攻击,24日进占南宁,同时日军法属印度支那第21师团向北推进,于12月10日在绥禄会合,自此打通了

中国大陆通道。
日军占领桂林和柳州后,国民政府军的主要航空基地“覆灭”。日军既定主要任务为打通交通线,对于是否

深入黔省追击尚无定论。冈村宁次鉴于国民政府军主力向西部溃败,指出“余重视宜山胜于柳州”,第3、13师团

随即奉命向河池、南丹地区突击。为巩固贵州,11月11日,张发奎将第16、27、36集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部防

于宜山一带,以实力尚存的第46军部署于宜山正面抵制日军。同时,为保卫陪都重庆,军委会组建黔桂边区总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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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部,以汤恩伯为总司令,抽调7个军赶往黔南布防。11月13日,蒋介石认为,“如果敌寇不深入黔境,则战局渐

定,犹能照预定战略实施,则西南根据地,仍不致动摇”①。11月15日,国民政府军宜山第46军“自相惊扰,避开

正面”,不战而逃,日军轻易占领宜山,击溃了国民政府军桂北防线。11月17日,张发奎致电蒋介石,认为日军极

有可能会继续“扩张战果”,“迫近黔疆亦非绝不可能”②。正当蒋介石与张发奎推测日军下一步动向时,日军已决

定突破省界,向贵州发起攻势。

11月21日,日本第11军军部向第3、13师团下达突破贵州省界线的命令。11月28日,日军占领桂北南丹,
并向独山方向“突进”③。蒋介石指责“桂军避战,听由敌军长驱直入”,并调中央军前往阻截,催促何应钦前往贵阳

负责贵州省军事防御指挥事宜,以黔桂湘边区司令汤恩伯负责前线军务,并解除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指

挥权④。12月2日,日军第13师团占领独山。独山失守,震惊了国民政府。蒋介石认为,日军如继续深入,“则决

放弃贵阳,固守乌江,以待各路部队之集中,再图反攻”,甚至不得已“乃坚守重庆,决与此城共存亡”⑤,甚至一度打

算将远征军调回。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将主阵地设于乌江北岸,以贵阳为“前进阵地”,黔省“拟使用部队二

十万人守备”,其中以黔桂湘边区司令长官汤恩伯为前线总指挥,兵力约10万⑥。汤恩伯以10万大军对阵日军2
个师团而不知所措,惶惶不可终日。由于日军追击兵力有限且军需供给困难,12月3日,日军第3、13师团收到第

11军军部回撤命令。12月4日,国民政府军向八寨、独山发起反攻,8日夺回独山。蒋介石得知“克复独山县之

报,此心为之略慰”⑦。12月12日,国民政府军克复南丹,日军被驱赶出贵州省。自此,日军贯穿中国大陆的“一
号作战”基本宣告落幕。

五 关于豫湘桂战役中蒋介石的表现与得失的评价

豫中会战后,陈诚认为,其失败“实在意料中,而中央尤须负责也”⑧。这里的中央,即指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军

事委员会。至于长衡、桂柳会战,蒋介石亦要负战败之责。究其原因,有如下三点。
首先,蒋介石不仅是豫湘桂战役的战略部署者和战术的指导者,而且他还有直接指挥前线作战的习惯,故他

要负战败之主要责任。蒋介石对于作战指挥,事无巨细,时常“越级亲自指挥”,“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国民

政府军一线作战将领如违背蒋介石的意旨,无论胜败都将受其斥责,若遵蒋令,“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
将领一般“没有责任”⑨。因此,国民政府军一线将领形成一种惯例,无论蒋令是否符合战况,都遵令执行。此次豫

湘桂战役亦是如此。蒋介石身在西南大后方,对前线战局的估量存在误差,他亦承认“军事部署以口头命令”,以
致豫中会战局势溃败,“内心惭惶,几乎寝食不安”,并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以后对前方战事,应专责军令部处理,而
勿再直接干涉,更勿可用电话作口头命令”。蒋介石为什么频繁越级指挥呢? 这在《蒋介石日记》中可寻找到答

案,根源在于蒋介石总认为“将领无能,自作战方针至局部处置,皆非亲自留心与处置不可”,在豫中会战中,他“几
乎身任蒋鼎文之参谋官矣”。

其次,蒋介石对豫湘桂战役的战术指导存在诸多失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战术不知变更。
长衡会战中,薛岳依旧采取以往长沙会战时所用的天炉战术,蒋介石亦默许之。而日军则变换战术,采取广阔正

面进攻的战术,“在两翼经常保持强大的部队,致使我外侧作战难以成功。这都是由于敌一反过去惯用的孤军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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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手段取得的成效”①。其二,蒋介石坚持处处防守之观念,防御颇欠积极。在阵地防御战中,蒋介石“习惯于为坚

守某地规定一个时限,然而他常常不明白当地的真实情况”②。桂柳会战期间,蒋介石认为全州可坚守三个月以

上,实际仅坚持一天。豫湘桂战役中,“敌之实力,在全面计算,虽劣于我军,但在重点方面,均居优势”,如中原会

战之许昌,长衡会战之长沙、浏阳、衡阳,桂柳会战中之桂林、柳州等,概以绝对优势兵力“施行攻击”,而蒋介石总

是“逐次以不充分之兵力投入战场,且常步调不齐”③,被日军分别击破。国民党军应变不足,一处为日军突破,致
使整个战局趋于崩溃。日军“突破我一处后,即锐意扩张战果,大胆深入,适捕捉我军侧背感觉锐敏之缺憾”④;而
国民党军预备兵力不足,“致被敌突破后无力逆袭”⑤,致使整个战局趋于崩溃。其三,蒋介石对日军发动攻击的时

机和战斗力预估存在误差,致使战区备战仓促。在时间估算方面,豫中会战前,蒋介石预测日军发起战斗的时间

在5月下旬,比日军实际发动战争的时间竟晚了一个多月。再如桂柳作战,“敌攻陷衡阳未及匝月,即进犯桂、柳,
可谓合兵贵神速之原则……致我准备不克周到”⑥。在敌方战斗力预估方面,衡阳战役期间,蒋介石竟然以为日

军已到强弩之末,实际日军正运输兵力,准备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势。其四,国民政府军情报不准而导致蒋介石和

军委会的战术指导屡屡失误。在豫中会战中,蒋介石和军委会判定日军兵力为几万人的窜犯,实际上日军兵力达

十数万。在长衡会战中,蒋介石认为会战的失败“仍由于指导失机所致,而尤以虚伪之情报贻误处置非浅”⑦。总

之,蒋介石在战役的战术指导方面存在诸多失误,是导致豫湘桂战役失败的重要原因。
再次,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军队最高统帅,治军无方,致使参与豫湘桂战役的国民政府军一线将领及部队存

在诸多管理和建设问题,严重影响了国军的战斗力。在一线将领的管理与使用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层面的问

题。其一,蒋介石善用制衡办法驾驭部将,故每场战役中均存在战区部将不和的问题。豫中会战中,“蒋长官遇事

多延诿,而汤副长官则事则越俎”,蒋鼎文、汤恩伯两人不能合作对敌,分别被日军各个击破⑧。长衡会战中,衡阳

守军方先觉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不和,严重影响了驰援衡阳部队的救援进度,致使衡阳城最终失守。桂柳会

战中,张发奎认为,蒋介石“要白崇禧去广西协助我,那就意味着我被剥夺了权力”⑨。豫湘桂战役中存在的双重指

挥权,严重影响了作战的统一指挥,但蒋介石多以此种办法制衡双方,进而居中斡旋,以驾驭战区部将。其二,蒋
介石用人不明,遂导致部将指挥无能,统领无方。部分军队主官一味营商应酬,而忽视了军队建设。蒋介石就曾

对汤恩伯严厉责骂:“走私货财所害,不能专一于军事”,以致应战不力。其部分部将对战争缺乏必胜信念和旺盛

精神,以致“虽有完善计划及部署,无法遂行战斗”,各防守阵地“毫未发生战略价值”,而守城将领“纷纷弃守”。
其三,蒋介石对部将亲疏有别。豫中会战后,汤恩伯向蒋介石检讨:“职德薄能鲜,处置未善,要为主因”。1944
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国民党部CC系提出严惩汤恩伯,然而“蒋介石则极力庇护汤恩伯”,甚

602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册,第35页。
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记录、胡志伟翻译及校注《张发奎口述自传》,第269页。
《军令部拟长衡会战经过战斗要报(1944年8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

149、152页。
《军令部编桂柳会战经过概要稿(1944年8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325
页。
《白崇禧电蒋中正转报薛岳报告长沙战役经过及失败原因(1944年7月6日)》,第280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第

二期第三阶段作战经过,典藏号002-020300-00014-108。
《桂柳会战之经验及教训(1944年2月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册,第1369页。
《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8月10日。
《河南战役失败之原因及善后处置意见(1944年)》,第202页,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任内资料,典藏号008-
010701-00039-018。
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记录、胡志伟翻译及校注《张发奎口述自传》,第286页。
《蒋中正日记》(手稿),1944年5月4日。
《军令部编桂柳会战经过概要稿(1945年2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326页。
《河南战役失败之原因及善后处置意见(1944年)》,第203页,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任内资料,典藏号008-
010701-00039-018。
《汤恩伯呈蒋中正自我检讨中原会战失利并努力整补部队(1944年6月6日)》,第96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陆军人事报告及

建议(四),典藏号002-080102-00075-011。
《评此次国民参政会》,《解放日报》1944年9月24日,第1版。



至于11月中旬委任其为黔桂湘边区司令。蒋对非嫡系极不信任,正如蒋所自述,守洛部队“对余无直接关系,故
信仰不笃”;桂柳失守后,蒋介石责骂桂系“避战远撤,不听命令”①。在军队管理和装备方面,国民政府军普遍存在

兵额不足、士气低落及装备陈旧等问题。其一,就数量言,国民党军队“兵力较敌为优”,而在质量上则“不若敌精

练,装备方面更逊敌一筹”②。国民政府军几乎全为步兵装备,重兵器甚少,除了部分军队“有战车防御炮装备外,
余均无”;日军装甲部队“行动飘忽,势如疾风,以致战局全盘失利,不胜痛心”③。在中原会战中,就因日军坦克第

3师急趋洛阳,使得登封的国军主力后方被截断而形成溃败之局。其二,国民政府军士气低落,毫无战斗精神。长

沙守城第四军只抵抗一日而溃,其高级将领皆擅自逃遁。桂柳会战失利的主因是“士气低落,不同层级军官的战

斗意志都动摇了”④。桂柳会战期间,“每军兵员均仅及四分之一”,“尤其士气不振,一般缺乏信心”,“虽厘定缜密

计划,而实施者每难应弦符节”⑤。其三,国民党军队多为退却作战,军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扰,以致民众到处

截击部队而造成国军严重的非战斗损失。由于国民政府军“不守纪律,扰及闾阎”,致使“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

军队,无论枪枝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

闻”,“结果各部队于转进时,所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⑥。
总之,由于蒋的战略战术指导失误,国民党军队部将指挥无能、士气低落,致使豫湘桂战役终究“未能达成持

久防御任务”⑦,进而导致中国正面战场出现了一场战役大溃败。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蒋介石在豫湘桂战役中的表现和得失,应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蒋介石虽在治军

和战略战术指导方面存在诸多失误,但他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并未动摇,即便是已然到了日军突破黔省边界的危难

时刻,他“对于战局前途,则仍乐观”⑧。纵观豫湘桂战役,蒋介石始终是主张抗击日军的。
无可否认,豫湘桂战役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的一次大溃败,国

民政府因此丧失了豫、湘、桂、粤等省之一部或大部,失去了146座城市、30多个飞机场,损失国军兵力达60万人。
这场战役在军事上给予国民政府军队以重击,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此乃抗战以来“未有如此之逆境”⑨。豫湘桂战

役虽以失败结束,但对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局而言,并非没有发挥任何积极和正面的作用。在此次作战中,日
军虽打通了大陆交通线,摧毁了中国西南空军机场,但日军“消耗也决非轻微”。同时,这场战役还牵制了日本陆

军绝大部分兵力,且持续长达8个多月,加上日军战略用兵“过于偏西”,使得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处于极不利的态

势”。日本当局错误地以为能够以中国大陆战场的积极作战来弥补太平洋战场的颓势,但事实上豫湘桂战役对

日军并没有产生突出的价值,反而致使日军战线再度拉长,兵力严重分散且不足,陷入疲于应付的局面,战略态势

日趋不利。也就是说,日军发起“一号作战”,不仅未能挽救日军趋于崩溃的局势,反而加速了日军的败亡。因此,
我们应秉承辩证、客观的态度来看待豫湘桂战役的得失及其对时局的影响,不可片面地认为豫湘桂会战仅是中国

国民政府军的大溃败,应该看到它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积极和正面的意义。
豫湘桂战役的失败,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威望产生了极其沉重的打击。豫湘桂“这种悲剧式的溃败,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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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引起全国人民之严重的愤懑”①。当时中国民众对国民政府越发失去了信心,“不信政府之战报”②。不仅国内

民众对国民政府发生了动摇之心,西南地方军人也对国民政府发生了动摇,如出现了西南粤桂军人发起、川康滇

军人参与、民盟和西南联大教授积极介入的“西南联防政府”之筹组活动③等,甚至国民党内部亦发生了动摇,部
分党员“不加深察,起而附和”,动摇了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民意基础,“因之影响颇大”④。而且,此战役失败使得国

民政府在国际上的声誉亦受到重大的冲击,蒋介石曾自述“中外舆论对我讥刺诬蔑”⑤,不仅“民众不信任我们,外
人亦看不起我们”⑥。

对于中国国共两党而言,国民政府军队“在正面是节节败退”,如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就使国民政府丧失了

从郑州到桂林的大片国土,而中国共产党军队却“在敌后是节节胜利”和“一天一天的发展”,其收复的国土、解放

的人民与民选的政府“也是在一天一天的增多”,中国共产党敌后战场与国民党正面战场恰成“相反的对照”⑦。在

国民党军的大溃败与中共对日作战的辉煌战绩对比下,国共两党的地位和声誉发生了根本转变。基于此,周恩来

提出“这是中国命运的转变关头”的论断,主张“唤起全中国人民来注意它,解决它”⑧,并且坚决主张“国民政府应

立即召集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各党派

联合政府,改组统帅部,刷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政策,以一新天下之耳目”⑨。为了应对不利的局势、抵
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方案,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决议“对共党以外之各党派应采宽放政策”,而视中国

共产党为“有敌性之党”,并有意拉拢青年党以分化民盟、制衡中国共产党,进而使青年党“脱离民盟”而“彻底与

国民党合作,对抗民盟与中共”,从而“基本奠定了1946年之后国民党、青年党一起对抗中共与民盟的政治格

局”。从历史进程来看,豫湘桂战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1945年后中国政局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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